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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人”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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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喇叭人”是明初“调北征南”由湖广宝庆府迁徙至贵州的军事移民，在族群传承与融合中，社会
记忆成为强化族群认同的重要力量。从族源记忆与祖先历史记忆等方面，运用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理论，
结合田野调查资料，以地方性话语阐释族群的社会记忆如何强化族群意识、维持族群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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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of“La Ba Ｒen”
DENG Tao，ZHANG Hui-zhu

( College of Humanitie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
Abstract:“La Ba Ｒen”were the military migrants from Baoqing in Huguang to Guizhou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Social memory was part and parcel of strengthening ethnic identity． From the aspects of source
memory and historical memory of ancestors，this paper，combining with the field survey data，employs the theory of
soci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and utilizes local discourse to interpret how the social memory of ethnic groups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ethnic groups and maintain ethnic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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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涂尔干的弟子法国社会学家莫里
斯·哈布瓦赫首次提出“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 概念，并将记忆类型分为个体记忆、社会
记忆与历史记忆［1］。他认为记忆不仅是个体化
的行为，更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随后，社会
学、人类学界开始运用这一理论，并进行更为细致
的解释与划分。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
忆》一书中指出: “在人类社会中，记忆不仅属于
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叫做社会记忆的现

象”［2］。台湾学者王明珂将三种不同范畴的记忆
进行区分，认为“社会记忆”包含“集体记忆”，而
“历史记忆”范围最小，“历史记忆”可诠释或合理
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

系［3］。实际上，在现实研究中，三者的界线并未
如此泾渭分明，常常出现穿插、融合、互补的情况，
例如在族群认同的理论研究中，社会历史记忆、集
体历史记忆等都是三者的交叉融合。
在族群的融合传承与代际更替过程中，社会

记忆以历史典籍、族谱、方志、口耳相传等方式进
行传播，构成了共同的族群记忆与文化体系。一
位共同的祖先、一段共同的历史成为维系族群成
员的情感性纽带，社会记忆成为凝聚族群内部共

同体的强大力量，强化了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
记忆中的历史也许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对过去的

延伸和重构，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定
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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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

体”［4］。

一、“喇叭人”情况简述
“喇叭人”是明洪武年间，5 万名来源于湖广
宝庆府( 今邵阳) “调北征南”的军事移民，屯军戍
边后与当地土著居民长期融合产生的族群。“喇
叭人”曾被称为“喇叭族”“湖广人”，建国以后曾
作为待识别民族，1983 年，民族识别认定“喇叭
人”为苗族支系———“喇叭苗”。“喇叭人”现在主
要分布在北盘江上游两岸，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的西北面，主要集中于晴隆县、普安
县，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水城县、盘县交界一带，部
分分布于安顺关岭等地。“喇叭人”居住地为典
型的喀斯特地貌，多居住在山区、丘陵河谷地区，
因此交通、信息不便，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但长期以来，

“喇叭人”这个群体并不被外界所认识和了解。
“喇叭人”有着自己独具一格的服饰，“大衣
袖，尖尖头，绣花镶边领和袖，青兰带子腰上束，足

蹬鞋‘云头’，已婚妇女‘三把头’”［5］，形象地描
述了喇叭妇女的服饰特点。她们主要着裤装，衣
饰整体比较简洁素雅，主要着深蓝色或浅蓝色长

至膝盖的“长衣裳”; 袖口较大呈喇叭形，直径约
一尺左右，俗称“大衣袖”; 衣领为圆口形，纽扣从
衣领中线向右侧延伸往下呈不规则半弧形排列，

镶有花边;系一条长约 1. 5 至 2 米的青布或蓝布，
俗称“系腰”;头上戴帕子，俗称“包头布”，其中已
婚妇女将头发挽成一个类似圆锥体的头发托，俗

称“挽尖尖”，未婚女子不挽头发托，只将布在头
上绕一圈，在布上插一朵“泡( 一声) 花”，“泡花”
一般是粉红色。
喇叭话是“喇叭人”普遍使用的一种语言，是

“贵州省境内的一个湘方言岛，喇叭话脱离湘语
本土独立发展了六百余年，仍与老湘语有着密切

的关系”［6］。“喇叭人”主要分布地区居住着苗
族、布依族、彝族、仡佬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汉族
更是分布于其四周，但“喇叭话与周边地区的方
言不属于同一层次，语感差异很大”，“喇叭话的
语言特点是保留了浊音，有 29 个声母( 包括零声
母在内) ，31 个韵母( 包括自成音节的鼻音( η) 在
内) 。声母中最典型的是声母［h］有两个自由变
体［h］和［f］”［7］。“喇叭人”的语言不似贵州其
他苗族支系的语言，而与湘西话相近。

“喇叭人”的民间信仰较为丰富，有着独特的
“三洞桃源”信仰和“庆坛”习俗，供奉宝山坛，各
家堂屋均设有神龛，供奉“天地君亲师位”，并供
奉家族祖先名号。以前用竹子做成“坛棍”，内装
米、豆、钱币等物什，外用彩纸包裹立于家中堂屋
神龛的下部。现在坛棍多有遗弃，改为供奉土地
神。“喇叭人”祖先崇拜观念尤重，祖宗的坟茔修
得十分豪华，墓碑雕刻豪华大气。丧葬按佛教仪
式操办，节日习俗、婚礼习俗多与汉族相似。

二、祖籍记忆与族源认同
祖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一般是指父

系祖先长久世代居住过的地方，是祖先崇拜的衍

生物，是后代子孙追溯祖先历史的寄托。追溯族
群历史，文献给了我们巨大启示，其中，史书、方志
作为“正史”占了举足轻重的一席，而族谱作为一
种民间应用文本同样功不可没。族谱不仅记录保
存了一个宗族的祖籍信息和历史源流，还记载了

世系繁衍、重大事件、家约族规、宗族分支等历史
文化内容，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日本学者濑川
昌久指出: “充分地保留对于族谱记载内容真伪
程度的判定，而将其内容重新理解为带引号的

‘事实’并力图去解明记录了这些族谱的编纂者
的意识结构，以及存在于他们背后的社会性与文

化性规范，这比一味纠缠族谱的真实性要有意义

得多。”［8］诚然，族谱作为一种历史典籍，其历史
真伪大多仍需要考证，但其“表达性现实”却具有
重要意义，族谱不仅具有“溯本求源”“辨别亲疏”
的作用，而且在家族甚至整个族群层面上还具有

不可忽视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具有很强的社会功

能，在一定程度上关照族群心理和族群认同。
“喇叭人”拥有深厚的祖先观念，对自己的祖
籍源流十分重视。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山
区，文化普及率较低，对祖籍的记忆多是源于族谱

记载与地方知识精英的传播。本民族历史被以文
字记载的方式篆刻在各家族谱上，在代际的延续

过程中，这种特殊的文类承载了家族历史的传承。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4 月期间，笔者曾多次前
往六盘水市水城县猴场乡、六枝特区与黔西南州
晴隆县长流乡，在牂牁江一带进行田野调查，收集

到的部分族谱都对祖籍有明确记载，可以一窥

“喇叭人”的祖籍与历史源流:
我祖籍原籍系湖广岳州府( 现湖南省岳

阳市) ，……至湖广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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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由永宁趋乌撒自帅大军由辰元趋贵州克

普定普安的苗蛮。( 祖籍概况·《张吴杨家
谱记》8)
我谢氏正三公，原籍湖广宝庆新化，明洪

武年间调北征南，屯军于毛口董樑。六百余
年繁衍生息，子孙遍及北盘江沿岸两市六县

区，人丁近万。正三世系家族是正三公于洪
武年间从军响应“调北征南”，平息南蛮后落
业安南毛口。( 族谱序言·《谢氏正三世系
族谱》12)
吾家籍南京应天府，次移江西，再蹬湖广

宝庆府武冈州牛栏山西略头小山后，十数代

也，惟世远年湮，昭穆失然。归载于谱，可查
派于子孙。( 荣宗公支谱序·《南阳世系·
邓氏宗谱》63)
闻其谱祖籍湖广省长沙城，湖广宝庆府

新化县，牛楠山上硐坪，起看王于李旭统督军

随其一路，胜述而攻打、夷蛮、匪党，李旭居住
湖广衡州府，州府管下数十阳县任府官，离都

十里衡州为都，穿心十字街地。( 序言·《李
氏家谱》3)
家谱在族人心中是神圣且界限分明的，“喇

叭人”的族谱在北盘江上流流域循环、流通，形成
了一个串联“喇叭人”族群的阅读网络。“喇叭
人”对祖籍来源非常重视，许多家族在旧版的基
础上不辞艰辛重新编纂族谱。明朝初年，来源于
湖广宝庆府的调北征南大军由多个姓氏组成，

“喇叭人”群体没有主体姓氏，各家族平等相处，
几乎每个家族都拥有一部完整的族谱，记录着祖

籍来源、宗族迁移过程、分支字派、家规族约等内
容，族人靠宗谱来追溯历史、区别亲疏。“喇叭
人”以前自称“湖广族”，便是因为他们的祖籍为
湖广籍。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与周边的民族都不
一样，因为他们的祖先不是江西籍或南京籍，而是

湖广籍。他们的祖先有的是从陕西迁至江西最后
到达湖广，有的祖籍为南京，后移江西，然后迁往

湖广定居的，最终他们的祖籍都是湖广宝庆。如
今，当问及他们的祖籍来源时，“喇叭人”普遍都
能说出自己的籍贯为湖广宝庆府，现在仍有人习

惯用“湖广族”自称。而颇有学识的喇叭知识分
子则会顺畅地将“我们是来自湖广宝庆府武冈州
牛栏山小豆坪…”、“我们家是从吉安到新化，又
从新化到贵州”等全盘倒出，可见他们对祖籍源
流早已熟稔于心。

在笔者与“喇叭人”的交谈中，不论老弱妇
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祖先是湖南宝庆府

人士，是明朝时期派来云贵打仗的士兵，他们对自

己的祖先拥有非常熟识的记忆。对于自身族群的
认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他们中大

部分人了解祖先的迁移情况，知悉族群的大致分

布，并维持着固有的族群边界。在采访中，即使是
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随口说出“调北征南”“洪
武主”“攻打普纳山“等历史专有名词。湖广对于
他们是熟悉的，熟悉是指他们是湖广人的后代，他

们记忆中神圣的祖籍地，是他们的祖先生活过的

土地。而湖广对于他们又是极其陌生的，600 多
年以来，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贵州北盘江流域，有

的人甚至从未到过县城，他们对遥远的湖南一无

所知。但即便是从未到过湖南，从未和湖南人接
触过的村民，都认为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今湖南邵
阳的居民一样，他们不能和大花苗、小花苗交流，
却根深蒂固地认为他们能与远隔千里的湖南邵阳

人交流。族源记忆是“喇叭人”身份认同的主要
因素之一，在族群认同中具有现实性意义。

三、祖先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对祖先的记忆不是传统心理学上对经历过的

事物的记忆，更多地可以说是一种印象，是一种通

过文字或语言所认知后的想象，是一类形象在人

脑中的建构过程。对祖先的记忆，不仅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追根溯源的观念所及，更是对自己身份

认同的一种寄托，祖先的形象、祖先的事迹、祖先
的迁徙即是对“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我们
从哪来”的回答。“喇叭人”记忆中的祖先，是明
王朝从湖南宝庆府到云南为征讨叛匪，而后辗转

贵州攻打普纳山叛苗，利用竹子编制了名为“挡
笆摺”的兵器，终于战胜叛苗，后留在了北盘江上
游沿岸，娶了当地的红苗仡佬为妻，在此地生息繁

衍的一群人。民国《普安县志》里有关于“喇叭
人”族称的描述，可以窥见当时的部分历史: “考
老巴子之名称，实由前明苗变，窃据让里补南山，

屡攻不克，调湖广兵来攻，山高而险，悬崖壁立，兵

欲登山，山上之贼以滚石击，围攻年余，无术抵御，

乃扎竹为笆，腾攀附葛，直捣贼巢，贼呼为挡笆贼，

土人误呼曰老巴子。肃清后，湖广兵不思还乡，赘
苗妇为室，遂家焉。数百年来，男之服饰与汉人
同，妇女仍守祖风，服饰、衣物、饮食犹然苗
派。”［9］调查中，“喇叭人”口述历史中比较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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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记忆版本为:

个案 1:我们是从湖广宝庆来的，就是今
天的邵阳，当时是洪武主调北征南派兵打云

南来的，我们家现在一支还在湖南，一支在云

南，还有一支就是我们了。听老人家讲，是当
时打完云南以后，普纳山阿资作乱，又抽派我

们祖先来攻打普纳山。普纳山很险，开始很
难打，打了几年都打不下来，有一天有个吹号

手被他们捉住，有的传说是两个，带到山上

去，他们觉得很新奇，就经常叫吹号手吹号取

乐。后来大家混熟了，吹号手就到处观察地
形，发现后山有条小路，就用号声向自己人报

信，山下的人得到消息后，就用竹子扎成一个

笆摺，上面插上茅草用来扫山上打下来的石

头，然后沿着后山小路爬上山去攻打阿资，最

后把阿资打败了。后来他们就喊我们“挡笆
贼”，喊到喊到就喊成“老巴子”“喇叭子”了。
( 讲述者:刘 JY，男，1941 年生，喇叭苗，晴隆
县长流乡长流村，初中文化)

个案 2:打仗的时候，从湖南是“三丁抽
一、五丁抽二”来的，进入贵州以后是先到独
山、龙里，经过贵阳、清镇、安顺、安平，才到普
安、晴隆的，听说以前有普安卫、安南卫、尾洒
堡，我们家就留在这些地方了。这里最先是
仡佬族的地盘，“开天辟地盘古大王”，所以
他们是都是打草啾啾( 仡佬族用来祭奠祖先

的象征物，笔者注) 来供祖先。像我们三月
三上山祭树都必须要仡佬族的人去做，因为

只有他们才能和神树通语，我们家是后来来

的我们做不了。( 讲述者:罗 DG，男，1968 年
生，喇叭苗，水城县猴场乡格支村，高中文

化)

个案 3:喇叭族的都是朱元璋派来的，各
个姓氏团不合( 不一样) 、军不合，有自己的
军长。邓家、代家、罗家三家是一个军，他们
罗家是罗玄达、邓家是邓荣宗、代家记不得
了，三姓人各有不同。实际上三家是一个军，
邓家也没有成为一个军，三姓人共领兵十八

万，十八万兵一姓人才六万，但现在邓家也领

兵十八万、代家也是罗家也是，就是团长、副
团长、师长、副师长、军长有人当。黄家、刘
家、李家、叶家和刘家几姓人是一个军，现在
在长流这个地方。过去的“路途记”记得很
清楚，你来到哪里吃饭、来到哪里住都有记

载。“公鸡背上吃晌午，八连桥上来汇合”，
这些只有老班子( 指老一辈人，笔者注) 才知

道，这是湖广族来打普纳山的语言。( 讲述
者:叶 QX，男，1959 年生，喇叭苗，六枝扁朝
村，文盲)

以上三则个案分别从不同方面叙述了“喇叭
人”记忆中的祖先与历史，个案 1 是一则普纳山
战役的传说，描述了当时湖广兵与苗蛮叛匪斗智

斗勇的过程，以及他们族称的由来与演变;个案 2
叙述了湖广兵入黔的路线，三月三祭祖的要求说

明“喇叭人”自认是外来移民，在与土著族群的融
合中，他们遵循祖先的传统，在多族群区域内与其

他民族和谐共处;个案 3 则是“喇叭人”的口头传
说，他们的祖先是国家军事力量派来的军队，平定

南蛮、为国家开疆拓土，祖先的功绩是荣誉的象
征。同时提到了“喇叭人”舞教戏唱本《路途记》，
都是对祖先的历史记忆。
对于当时调北征南的历史，大家说法不一，多

是道听途说，在口耳相传或族谱记载的历史中，有

意无意地会提升祖先的形象。在田野调查中，笔
者注意到，他们口中所描述的历史比较散乱，对祖

先的记忆多是从本族或本地知识精英处获得，在

口耳相传中对祖先的记忆往往出现重合、嫁接现
象。在《论集体记忆》的序言中，刘易斯·科瑟指
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
种建构”［10］。例如调北征南时率兵打仗的大将，
史书方志上记载了傅友德、兰玉、沐英，但其他将
士姓名鲜有记载，多是后人编纂的族谱中有记录，

或是族群成员的故事叙述表达。邓氏族谱就记载
了邓氏入黔始祖是平蛮大将军，罗氏家谱也称其

入黔始祖罗玄达统领十万大军，罗家子孙多称之

为“罗玄达将军”。对普纳山战役的记忆也多情
景化，并与当地特有的场景结合起来形成他们独

有的记忆。对祖先的记忆可谓一种社会记忆，
“可以形成跨时代保存下来的回忆，而这些回忆
会决定众多群体的自我理解并为它们的行为提供

方向”［1］。喇叭人对祖先的记忆中掺杂了复杂的
情感认知，也影响着他们的自我理解和行动方向。
调北征南的军事策略与军事屯田的卫所制度

的实施，使湖广籍士兵随军征战，后在安南卫戍

守。文献记载右将军傅友德、左副将军兰玉、右副
将军沐英统领步骑兵三十万征云南，湖广分遣都

督胡海洋等领兵五万由永宁趋乌撒克普定普安的

苗蛮。在这样一个历史文本背景下，历经 6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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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流传与演变之后，在“喇叭人”社会中广为流
传的便是他们的祖先曾统领三十万大军由湖南来

到云南后至贵州，为征讨叛匪留下了汗马功劳，他

们是一群英勇军人的后代。“喇叭人”的记忆是
在诉说自己的祖先征战云南、随军入黔、平定叛
苗、留守贵州的故事，在此暂不论细节之可信度，
它使我们得以一窥历史往事。“喇叭人”的祖籍
源流及历史以文字性或话语性的记忆为载体，向

后人传递了祖先的“丰功伟绩”，在后人心中刻画
了英雄祖先的形象，凝聚起宗族共同体，同时以共

同的祖籍及历史经历在情感上强化了族群认同。

四、结语
通过对“喇叭人”祖籍记忆与祖先历史记忆

的描述，可以看出，族群的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在

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族群身份认同。共同的祖籍来
源与历史发展是族群成员增加情感认同与维系边

界的条件，族群成员之间的情感认同依赖一些对

过去重要历史的集体记忆来维系。社会记忆以一
种悄无声息的姿态凝聚族群共同体，当历史与记

忆碰撞，就会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一种特有的叙

事体，因不同场景被建构，一部分化为历史，一部

分流变为传说。社会记忆以它特有的叙事文本流
传于一个族群的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域之间，不仅

是族群成员对历史的缅怀，而且也是增进族群成

员情感认同的要素，同时还成为维系族群边界的

条件。
对于“喇叭人”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的研究，

是以地方性话语诠释族群认同的范例之一，正如

安东尼·斯密斯对族群的解释: “族群共同体”或
族群———一个拥有名称、共享起源的神话，共同拥
有历史记忆，具有一个或多个共同文化的因素，至

少在精英层中间有与祖土相关联以及有团结一致

的情感的人类群体［11］。“喇叭人”即是这样一个
拥有共同社会记忆的群体，祖籍起源、迁徙记忆、
共同的崇拜信仰、仪式礼仪等都是编织起族群网
络的连接线。一个族群的社会记忆对其族群建构
与文化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忘记过去意味着背

叛，社会记忆成为增进民族意识、族群认同的
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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